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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信息革命引领未来科技革命
乔笑斐，路昊明，高策

摘要 作为全球瞩目的新兴战略技术焦点，量子信息技术已经在量子计算与量子通信等领

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量子信息革命与发生在 20世纪的第 1次量子

革命在原理和内涵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区别，对未来的科技发展战略也有着直接影响。梳理

了量子纠缠与量子信息技术的演变历程，分析了量子信息技术在科学、技术、哲学等多个层

面的革命性特征，总结了量子信息革命对未来科技战略及科学发展模式的意义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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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0月 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 2022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阿兰·阿斯佩（Alain As⁃
pect）、约翰·克劳泽（John F. Clauser）和安东·蔡林

格（Anton Zeilinger）[1]，以表彰他们在“纠缠光子实

验、验证贝尔不等式的违反和开创量子信息科学”

做出的先驱性贡献。从爱因斯坦等提出试图证明

量子力学不完备的 EPR佯谬，到贝尔不等式的提

出与历次实验检验，再到量子信息技术引发第 2次
量子革命，以量子纠缠为基础的一系列研究已经显

示出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21世纪以来，以量子通信、量子计算为代表的

量子信息科学得以建立，开启了从经典技术迈进量

子技术的新量子时代。量子信息革命的革命性表

现为 3个方面：首先，以量子计算、量子通信为代表

的量子技术和产业已经初步建立，并对未来科技产

业造成革命性影响；其次，量子技术的发展将进一

步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如量子力学的本质、量子

引力等，推动新的科学革命，进而推动哲学观念的

变革；最后，在科技战略层面，基于量子信息革命的

巨大潜力，可能成为继芯片竞争之后的又一科技战

的竞争焦点，需要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全面、深度进

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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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量子纠缠实验助推量子信息革命

1935年，爱因斯坦、鲍里斯·波多尔斯基（Boris
Podolsky）和纳森·罗森（Nathan Rosen）提出了著名

的EPR佯谬[2]，即量子力学中一种“反常”的量子非

定域性现象与定域实在论相违背。EPR佯谬受到

物理学界的广泛讨论，这种量子非定域性现象被埃

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命名为量子纠

缠[3]，而定域隐变量理论作为一种量子力学的潜在

解释，其是否成立便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

1964年，约翰·贝尔（John S. Bell）提出了著名

的贝尔不等式[4]，将EPR佯谬从思想实验引向实验

验证。根据贝尔不等式，如果存在隐藏变量，则测

量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将不会超过某个值，这就可以

通过实验的方式来检验量子特性究竟是由定域隐

变量决定的，还是由非定域的量子纠缠所导致。

由于贝尔不等式中的两比特系统不易于实验

检验，1969年，克劳泽、迈克尔·霍恩（Michael A.
Horne）、阿布纳·希芒尼（Abner E. Shimony）和理查

德·霍尔特（Richard A. Holt）在贝尔不等式的基础

上提出了 CHSH不等式[5]，使得更适合实际操作的

实验成为可能。

1972年，克劳泽与斯图尔特·弗里德曼（Stuart
Freedman）合作完成了首个贝尔不等式检验实验[6]，

其结果以 6个标准偏差违反了贝尔不等式，意味着

量子力学的预言是正确的，而定域隐变量的假设与

物理系统的实际行为并不一致，但此实验存在定域

性漏洞（locality loophole），采用的测量方式也不是

随机选择的[7]。此后几年间，又有多个小组进行了

相关实验，其中以阿斯佩在1981—1982年的实验最

为著名。阿斯佩与菲利普·格兰杰（Philippe Grangi⁃
er）等合作者对克劳泽实验的装置和设计进行了改

进[8-9]，最终发现了对贝尔不等式超过40个标准差的

惊人违反[10]，以极高的可信度验证了量子力学的正

确性[11]，但并没有真正关闭定域性漏洞[12]。

1998 年，蔡林格与格雷戈尔·韦斯（Gregor
Weihs）、托马斯·詹尼温（Thomas Jennewein）等合作

者在阿斯佩实验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改进，在更严

格的意义上关闭了定域性漏洞[13]，其结果依然违反

了贝尔不等式，任何形式的定域隐变量理论都无法

描述量子力学。蔡林格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是与桑

杜·波佩斯库（Sandu Popescu）的团队分别于 1997
年独立完成了量子隐形传态（quantum teleporta⁃
tion）的实验验证[14-15]，此理论由查尔斯·本内特

（Charles H. Bennett）等于 1993年提出[16]。量子隐

形传态以量子纠缠为基础，能够实现量子信息的远

程传输，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17]。后来，蔡林格还参与了由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安东尼·莱格特（Anthony Leggett）提出的关于非

定域隐变量理论的莱格特不等式[18]的检验工作，实

验结果是量子力学违反了莱格特不等式[19]，这意味

着定域实在论与非定域实在论都无法描述量子力

学，试图通过改造量子力学使之与经典物理学进行

融合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20]。

20世纪 90年代，随着量子隐形传态、量子不可

克隆原理（quantum no-cloning theorem）、量子密码

学（quantum cryptography）、量子密钥分配（quan⁃
tum key distribution）、量子比特（quantum bit）、量子

逻辑门（quantum logic gate）、多依奇-乔萨算法

（Deutsch–Jozsa algorithm）、肖尔算法（Shor's algo⁃
rithm）、格罗弗算法（Grover's algorithm）等理论的

日益成熟，杰拉德·密尔本（Gerard J. Milburn）对量

子信息技术的前景进行了详细描述[21-23]，并与乔纳

森·道林（Jonathan P. Dowling）于 2003年一起提出

了“第二次量子革命”的概念[24]。

21世纪以来，以量子纠缠为基础的量子信息

技术从科学理论走向了实际应用，在量子通信、量

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

就，第 2次量子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近年

来，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使中国实现了“量子优

越性”[25]，“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先后于 2017
年和 2022年实现了地空与地表的 1200 km量子纠

缠及量子隐形传态[26-27]，中国正在成为第 2次量子

革命的领跑者[28]。

2 量子信息技术革命性的表现

在探讨量子信息革命即第 2次量子革命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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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必要对第 1次量子革命进行阐述，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比较二者的区别和联系。

2.1 不彻底的第1次量子革命

第 1次量子革命发生在 20世纪初，开始于解释

黑体辐射实验的理论尝试，并产生了一系列全新的

概念。第 1次量子革命的革命性包括 3个方面：首

先是人类观念的变革，量子力学本质上的随机性彻

底颠覆了牛顿的机械决定论，给人类思维方式带来

了极大冲击；其次是对技术和生产力的变革，催生

了很多应用——原子弹、激光、半导体、原子钟、芯

片、核磁共振成像、超导磁体、发光二极管、电子显

微镜、光纤通信、固态硬盘、计算机、手机等；最后，

彻底革新了人类的生产关系，例如，原子弹的发明

彻底改变了国家之间的竞争格局，半导体产业极大

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第 1次量子革命可以说彻

底改变了世界面貌，成为社会跨越发展的基石和动

力，但是这场革命并不彻底，其根本原因有 2点。

首先，第 1次量子革命其本质上是一场量子物质革

命，只涉及对原子、电子和光子的操作式应用，并没

有全面利用量子力学的规律，如叠加态、量子纠缠

等。其次，第 1次量子革命遗留下了很多基础性问

题没有解决，包括：（1）测量问题，即观测者在测量

中的地位问题；（2）微观和宏观的分界问题，即经

典和量子的界限在哪里？宏观叠加态如何制备？

其交界处是否有新的物理学？（3）量子纠缠，即如

何理解量子非定域性的本质问题？定域或非定域

的隐变量理论存在吗？（4）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融

合，即如何将 2个理论结合为大一统理论？（5）违

背因果性，即如何解释量子力学对因果关系的违

背？（6）量子诠释问题（量子力学的完备性问题），

即如何将量子力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完备的诠释？

2.2 量子信息革命引领新的技术革命

第 1次量子革命用了 100年时间将人类社会引

进繁荣的信息时代[29-30]。始于 21世纪的第 2次量

子革命是在第 1次量子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迈入

量子信息时代。相比于传统的信息时代，量子信息

在原理、内涵、价值等方面有着显著的提升。

首先，第 2次量子革命是实现对量子客体直接

操控并利用量子力学的根本性规律的彻底革命。

激光、半导体等一系列技术仍然遵从经典物理学，

这些器件仅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涉及量子力学规律

对于电子和光子等基本粒子的应用，不仅无法实现

对单个粒子的直接操控，而且没有涉及量子纠缠、

非定域性和不可克隆性等量子基础特性。过去基

于量子力学原理的技术仅提供了相较于经典框架

内极大幅度的技术性能提升，而在小型化、微型化

的技术发展趋势下，经典计算机随着芯片的尺度越

来越小，小到纳米尺度之下时量子效应将越来越明

显，不得不转向量子计算机的开发，也就是说技术

进一步的发展在设计上必须基于量子原理。

其次，与过去相比，人类不再是量子世界的被

动观察者，而是可以设计、操作、传输、干预到量子

态，实现通过对量子世界操控而改变人类的生活。

过去，人类凭借量子力学的规律能够很好地理解和

解释微观世界，如可以解释元素周期表，但不能主

动设计人造原子[31]；可以解释金属和半导体的行

为，但对操纵它们的行为却无能为力。而随着第 2
次量子革命的发展，人类正在积极地运用量子力学

来改变物理世界的量子面貌。例如可以主动设计

并制造新的人造原子，使之具有预先选择的电子和

光学特性；还可以创造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量子相干

或纠缠物质和能量的状态，这些新的人造量子态具

有新的灵敏度和非定域等相关特性，在计算机、通

信系统、传感器和紧凑型计量装置的发展中有广泛

的应用[24]。

最后，第 2次量子革命已经经历了漫长的理论

准备，拥有巨大的技术潜力，目前还无法预知第 2
次量子革命能够带来的全部应用。20世纪上半叶

出现的普朗克公式、光电效应、玻尔原子模型、波粒

二象性、矩阵力学、波动力学、不确定性原理、不相

容原理、量子电动力学、费曼路径积分等量子力学

理论为 1947年的晶体管、1960年的激光器、1973年
的核磁共振成像和 1989年的平板电脑等一系列应

用做了铺垫。电子计算机技术与原子能技术、航天

技术成为了第 3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人类从电气时

代进入信息时代。而在第 1次量子革命后期阶段，

尤其是自 1982年的阿斯佩实验以来，量子纠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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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可克隆原理、量子隐形传态、量子密码学、量子

比特、量子算法共同为第 2次量子革命做了铺垫。

相较于第1次量子革命跨越半个世纪的应用技术发

明周期而言，目前仍处于第 2次量子革命的初期阶

段，但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突破性成就已展

现出量子信息技术的重大价值，其应用前景十分广

阔，还有许多未知的应用有待进一步的技术创新。

2.3 量子信息革命引领新的科学革命与哲学革命

2014年，《Nature》杂志发表纪念贝尔定理提出

50周年的评论：揭开“量子谜团”！这标志着量子

力学发展的一个全新的起点[32]。第1次量子革命并

没有澄清量子论的本质，更多是将理论转化为技

术，而第 2次量子革命不仅要继续发展量子技术，

更重要的是追问“为什么”，要对量子力学的基础困

境给出解答。相比于第 1次量子革命，人类对量子

力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但是目前并未颠覆和突

破第 1次量子革命。因此，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

施郁称之为“继续量子科学革命”（continuous quan⁃
tum revolution）：“量子革命一直在持续地发生，并

将继续下去。量子力学基本原理还有未完全解决

的问题”[33]。目前，各类量子纠缠实验的实现，已经

大大加深了人类对量子力学本质的认识，代表性的

有以下5点。

1）对定域性和实在性的挑战。实验结果显示

贝尔不等式和CHSH不等式的违背，否定了爱因斯

坦的定域实在论，但是究竟是定域性错了，还是实

在性错了，又或是两者都错了，还没有定论[34]。实

验显示，莱格特不等式的违背意味着非定域实在也

被证伪，综合起来是在量子力学中证伪了实在论。

尽管量子力学的非定域非实在性质仍未定论，但是

也足以对传统哲学构成极大的挑战。

2）消弭微观与宏观的界限。1935年，薛定谔

提出了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深刻揭示了

微观和宏观现象的冲突。对此，哥本哈根学派认为

存在 2个割裂的系统，即宏观系统服从经典定律，

而微观系统遵循量子定律，被称为“海森堡切割”

（Heisenberg cut）。1970年，理论物理学家迪特尔·

泽（H. Dieter Zeh）提出了量子退相干（quantum de⁃
coherence）的概念[35]，由于与环境的作用导致系统

的量子特性消失，从而解释了微观和宏观并无明晰

界限。物理系统的大小本身并不能排除量子效应，

激光、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超导体和极低温下

的超流都依赖于宏观量子效应。

3）对形式逻辑推理的挑战。Hardy定理是理

论物理学家卢西安·哈迪（Lucien Hardy）于 1992年
提出的一种研究贝尔非定域性的“无不等式方法”，

使用弱测量技术研究偏振光子的相互作用[36-37]。

实验结果表明，Hardy佯谬也证伪了定域隐变量理

论。Hardy佯谬中，可以构造出 3个几率 P1、P2和
P3，当设定这 3个几率都为 0时，那么按照经典逻

辑推理（定域隐变量理论），一定可以推出 P4为 0。
但是，根据量子力学却可以推出非 0的几率 P4，对
于两比特偏振光子，最大可达约 0.09[38]。从这个意

义上说，量子力学突破了经典物理学中无懈可击的

逻辑推理。

4）虚数实在性的证明。2022年 1月，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团队利用超高精度超导量

子线路实现确定性纠缠交换，以超过 43个标准差

的实验精度证明了实数无法完整描述标准量子力

学，确立了复数的客观实在性[39]。杨振宁曾将包含

复数的相位因子概括为 20世纪物理学 3大主旋律

之一[40]。最初，虚数引入量子力学时仅被视为数学

工具，到 20世纪 70年代物理学家们才发现相位因

子贯穿了整个 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从德国物

理学家赫尔曼·外尔（Hermann Weyl）引入规范理

论[41-42]，到杨振宁与罗伯特·米尔斯（Robert Mills）
发展规范场[43]，再到弱电统一理论和粒子物理学标

准模型的建立。另外，阿哈罗诺夫-玻姆效应（Aha⁃
ronov–Bohm effect）和贝里相位（Berry phase）的研

究揭示了量子系统的整体性、非定域性和空间拓扑

性质[44-45]。种种迹象表明，虚数以及由其构成的相

位因子深刻揭示了量子力学的本质，是探索量子本

质的一条重要线索，但目前还未引起足够重视。

5）对传统物质观的挑战。目前物理学家对于

物质世界本原的探求已经深入时空背景，从经典的

物质实体走向量子化的信息实体。2006年，美国

物理学家塞斯·劳埃德（Seth Lloyd）从量子信息的

视角出发，提出了“万物源于量子比特”（it from 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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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46]。不久，英国物理学家弗兰克·克洛斯（Frank
Close）指出：“物理学家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万物包括

时空矩阵等等来源于量子真空（quantum vacuum），

沸腾的真空为理解自然万物创生于虚空——量子泡

沫（quantum foam）提供了深刻的含意。”[47]在黑洞研

究中，物理学家也尝试将量子纠缠引入，以破解黑洞

信息悖论[48]。总之，未来假如存在一个统一理论的

话，量子纠缠和量子信息一定是占据核心地位的，这

也必将为传统的物质观带来革命性变革。

3 量子信息革命对未来科技战略的

启示

量子信息革命不仅引领了技术、科学和哲学的

变革，对未来的科技政策发展也具有启发意义，新

的大科学模式正在兴起。

3.1 旧大科学模式的终结

20世纪科技政策的核心特征被称为“大科学”

模式，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大组织、大机器、大政

治”。二战时的曼哈顿计划充分显示了基础研究可

以改变历史进程，并转化为军事力量，这为欧洲和

美国的战后科学政策奠定了框架。

1945年，美国科技管理体系的奠基人万尼瓦

尔·布什（Vannevar Bush）发布《科学——无止境的

前沿》报告，提出“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引领者”
[49]，直接推动了美国将大科学战略定为国家战略，

并建立了政府买单、大规模投入基础科学，进而促

进技术创新的“科技发展的线性模式”，科学史家斯

图尔特·莱斯利（Stuart W. Leslie）将其称为“军工-
工业-科学综合体”[50]。其中，大科学最典型的代表

是大型粒子加速器，其曾一度成为美苏科技战竞争

的焦点，更高的能量、更大的规模成为追求的目

标[51]。多年间，大科学极大地推动了关于自然世界

理论知识的进步，并带来了互联网等附带技术应

用。但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最大的加速器项目超导

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于 1993
年停止建设，传统的大科学模式落下帷幕。虽然现

在各国仍在积极建设大科学装置，但是以举国之力

进行竞争的时代已经结束。

一方面，冷战时期的大科学模式并没有充分满

足技术创新的需要。历代大型粒子加速器使得众

多粒子物理实验得以完成并多次获得诺贝尔奖的

青睐，但是大型加速器能够直接创造的市场价值却

是有限的，有着重要应用价值的往往是小型加速

器。另一方面，以物质研究为代表的基础物理学在

标准模型完成以后基本处于迷茫状态。理论物理

学家萨拜因·霍森菲尔德（Sabine Hossenfelder）认

为“停滞”的原因“不在于实验，而是在于理论物理

学家的大量错误预测”[52]。在21世纪以来的无数个

粒子物理学实验中，有意义的结果很少，人们对暗

物质和暗能量仍然知之甚少，也没有发现新的粒

子、新的维度、新的对称性，这种“停滞”与量子信息

科技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第 3次科技革命中创造最多经济价值的当

属电子计算机技术，其中的大多数成果基于的是以

量子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为代表的小团队创新。

例如著名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s），诞生了晶体

管、激光器、C语言、C++语言、UNIX操作系统、太阳

能电池、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电荷耦合器件、

电子数字计算机、蜂窝移动通信设备等众多重大发

明。事实上，基础研究对于长远的科学发展和技术

进步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物质结构研究以外

的许多基础研究可谓是百花齐放，从半导体、激光、

计算机、纳米材料，到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

密测量，量子力学展现了充分的潜力。

3.2 新大科学模式的兴起

与冷战时期相比，当前整个世界科学政策的首

要目标在于：通过前沿科技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

的增长，其核心是市场逻辑主导的。实际上，大科

学模式并未终结，只是发生了转变，需要将科研重

点放在一些更有价值的领域，例如芯片和量子信

息。两次量子革命及其发展模式特点对比见表1。
对于中国而言，美国正在主导一场针对中国的

“技术战”，首当其冲的就是以芯片为核心的高科技

领域。此时，市场逻辑已经失效，中国必须进一步

建立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新型大科学模式，对应于

旧大科学模式的“军工-工业-科学综合体”，新型

大科学模式为“产业-技术-科学综合体”。布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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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引导技术发展”的线性模式已不再适用，如今

科学-技术-产业已经深度融合，需要国家-企业-
高校几个研究主体的深度融合。中国在芯片领域

的劣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芯片领域基础科学、

技术积累、产业联合 3个方面均处于弱势的结果。

中国必须进一步建立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新型大

科学模式。在大力支持基础研究的同时，相关政策

也要随时代变化进行必要调整，围绕国家发展规划

和未来产业布局，合理优化科研投入与项目分配。

中国在量子信息领域的前瞻部署已经取得显著成

效，但在国际关系变化复杂的情况下，中国未来需

要长期应对美国对华“技术战”并及时调整自身的

科技创新制度[53]，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领域[54]。

另外，传统大科学研究的“大团队、大项目”管

理模式也需要进一步优化，精细化协作体系或将成

为新趋势。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就大力提倡在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推行“矩阵式管理制度”，有效避免课

题负责人制在大科学研究中的低效问题[55]。以往

的大科学项目往往离不开大预算、大团队、大装置、

大合作；而如今在芯片和量子信息领域，涉及大量

的开放性、细分领域是无法提前规划的，需要小团

队精细化、协同化合作，以细化任务、分组指挥的方

式提升科研效率。

因此，应当探索建立将大科学的国家战略优势

与小团队的细化分工体系相结合的新型大科学模

式，将芯片和量子信息等前沿科技纳入国家未来发

展战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创新，加快、抓紧掌

握核心技术与发展机遇，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在量

子信息革命的浪潮中奋勇前进、继续领跑。

4 结论

量子信息革命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重大历史机

遇，对于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正如中国科

学院院士薛其坤所说：“第 2次量子革命是我国几

百年来第 1次有能力有基础全面介入和参与的一

次技术革命，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次

重大机遇”[56]。在 3次工业革命和第 1次量子革命

中，中国始终在学习和追赶西方，原创性核心技术

不足，而目前中国的量子信息科技已处于世界第一

方阵，在此基础上应当再接再厉，加大量子科技人

才培养力度。量子信息技术有望与人工智能、机器

人技术成为第 4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引擎[57-58]，推动

人类从信息时代跨入量子信息时代。中国正在实

现从世界科技革命的落伍者、学习者、追赶者向创

新者、贡献者、引领者的重大转变[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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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um information revolution leads the future 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Abstract As a focus of emerging strategic technologies attracting global attention, quantu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made
breakthroughs in the fields of quantum computing and quantum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quantum information revolution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quantum revolution that occurred in the 20th century in
terms of principle and connotation, and it also has a more direct impac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quantu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alyzes th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quantu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rom multiple aspects, and summarizes the influ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quantum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n future technology strategies and scientific models.
KeywordsKeywords quantum information; quantum revolution; big science; strateg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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